费达生与土丝改良运动

周德华
吴江县西南境沿太湖一带，气候温暖湿润，植桑缫丝，历史悠久，为我国重要湖丝产区之一，明代即以辑里丝著称于世，清道光以后再将土丝复摇成干经出口，一时名噪国外，生丝行销之畅使以震泽为中心的蚕丝产区内“乡村间殆无旷土，春麦之交，绿阴弥望。［1］”

生丝商品经济的活跃推动清末民初震泽附近农村缫丝手工业和摇经业的发展，该两业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业，“邑中田多洼下，不堪艺菽麦，凡折色地丁之课及夏秋日用惟蚕丝是赖，故视蚕事綦重。”［2］
上世纪末，国外丝织机械设备和工艺的发展对丝织品的要求日益提高，震泽一带所产农家土丝，因循守旧，质量上已跟不上形势，而国内机械缫丝业之兴起，使土丝相形见绌。再说吴江蚕种数百年来沿用土种，品性退化，病害严重，影响成丝质量。当时已有有识之士着意蚕桑改良，如“江震高等小学校长费君玄韫于自业田内辟二十余亩广植桑秧，试办新法育蚕，俟有成效，再行集合公司推广育蚕垦荒事宜……”［3］
二十年代费达生继承其父费玄韫开创之业，致力於吴江的生丝改良事业。

费达生在吴江爱德女学校高小毕业后，报考了省立浒墅关女子蚕业学校（以下简称女蚕校）立下宏志，终身从事蚕业，报效祖国。1920年青年费达生毕业於该校第五届。1921至1923年年由女蚕校选派去日本东京高等蚕丝专科学校制丝科深造。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以蚕兴国，费达生在留学期间目睹日本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蚕业；在国际市场上稳操胜券，逐步侵夺我国利权。另一方面在学习期间又深受日本人之鄙夷和岐视，激发了奋发图强，为国争光之心。

女蚕校长郑辟疆看到费达生从日本带回的蚕茧，茧体又大又厚，缫出之丝质量优，成本低，反顾国内墨守成规，蚕业衰败，感叹万千。郑校长认为日本生丝的质量和产量能后来居上迅速赶上并超过我国，其重要原因是蚕茧质量优于我国，关键在于蚕种，而培育优良蚕种又在于运用科学方法。郑校长和女蚕师生们决心走向社会，改革沿袭千百年的土法养蚕，抓起一场“土种革命”。

1923年，女蚕成立推广部，决定首次组织下乡宣传，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制作了蚕桑、蚕丝、蚕种、蚕具和改良缫丝车等各式图表模型，入冬农闲时，雇船两艘由郑校长亲自率领，至震泽镇及双杨、吴溇、开弦弓等六个村巡回展览。每到一处，校长站立船头发表演说，用浅显通俗的例子对比土法和新法养蚕的优劣，其余人员接待蚕农参观，详细讲解。费达生从扶桑归来不久，以推广部指导员身份参加了这次社会实践，她和另一位女教师在船头上用改良丝车作缫丝表演，两岸群众，围观如堵，啧啧称羡，有时还到茶楼酒馆进行宣传。

震泽丝业界亦已预见潜在危机，决意进行改良，1923年夏震泽市议会通过议案，拟筹设育蚕指导所。女蚕校长此次宣传活动，扣人心弦，指出了蚕丝业的光明前途，对震泽城乡人民鼓舞颇大。市议会乃委托女蚕校规划一切，郑校长当即慨然允诺，两家合办，选定开弦弓村为基地，定名“吴江县震泽市、省立女蚕校推广部合办蚕丝改进社”。

1924年春，女蚕校在推广部主任胡泳絮带领下，费达生等四人来到开弦弓村，她们带来了改良蚕种，带来了科学的育蚕技术，吴江的土丝改良运动开始萌动，终于结下了丰硕果实。

开弦弓村当时非常贫困，蚕种连年退化，病害蔓延，每年都有大量病死，一年能收二三成即属中游，有时甚至完全失败，缕丝无收。每年蚕事之前，先要求神拜佛，祈祷蚕花娘娘保佑，实际上却是靠天吃饭。蚕期中清规戒律甚多，荒诞无稽。要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并非易事。

推广部与村小学校长陈杏荪商议合作，陈为人聪颖，对新事物敏感，由他出面说服历年养蚕失败之蚕户二十家，加上陈氏本家，一共二十一户，推行新法养蚕，每户派出一人学习新技术。蚕种采用女蚕校赠送的改良种。蚕事之先，对二十一家之蚕室蚕具进行消毒，并采取共同煖种、稚蚕共育及新法养蚕等措施，身教言传，又从女蚕校购置木制脚踏缫丝车十台，进行缫制。是年，二十一家成绩俱佳，“共缫得生丝176两，售于无锡丝商，每百两作价竟较土丝约增十余元”。［4］
翌年，胡泳絮离职，费达生接任推广部主任。当费达生带领师生们一到村上，蚕农闻讯，团团围住，争相购买女蚕校的新蚕种，据该村老农沈云泉（84岁）回忆，此年全村均养“洋蚕”。推广部在村里成立了指导所，组织了五个稚蚕共有组（每组十余户）待三眠以后发还各户分别饲养，此年“出产改良丝1385两，售与震泽丝业公会，每百两售得六十五元，较土丝市价高出十五元之多［5］。震泽丝业公会对费达生之尝试极为赞赏，乃于岁末在震泽镇上慈云塔寺院内举办土丝改良传习所，由费达生主持教学，该所办至次年春季，共培训了七十余人。

1926年春开弦弓蚕丝改进社，建蚕室八间，各蚕户复添缫丝车七十余台，并用木制烘箱烘茧，此年“生产改良丝八担有余，经郑校长介绍售於杭州纬成丝厂上海营业处。卖价每百两七十五元，比之土丝价格，约多三分之一。当时轰动全村”。［6］
1927年丝车增至九十余台，年产量超过十七担，售于上海有余丝厂。1928年丝价疲软，丝市沉寂，且由於木车缫丝，断头较多，虽优于土丝，然终无法与机制丝匹敌。为打开销路，费达生带领开弦弓蚕户到上海，住在旅馆里，打电话找熟人进行推销，直至年底才销掉。

此次受挫，使费达生、陈杏荪等人深悟，改良务必彻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向机械化进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遂有建立合作社和机制丝厂的动议。经费、陈等人的筹划，并得到女蚕校和震泽地方士绅、丝业界人士如沈秩安、倪次阮、孙伯和、施文卿、杨晓颿、费玄韫等人的支持，在1929年二月筹建，报名者四百余户，集资了753股，每股20元。另外，还向农民银行及江丰银行贷款四万七千元，定名“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呈请吴江县政府核准。四月间，在该村东端破土建造实验丝厂，当时为了节省费用，请了戏班子前来演戏，招待群众，使厂房基础借此夯实。

建厂时，恰好女蚕校有一套广东人欧谭惠然女士所赠之全套小丝厂机械设备，长期存放在操场上闲置不用，郑校长同意拨给开弦弓村，此外还添置了一台小锅炉。八月五日，一缕黑烟在开弦弓上空冒出，汽笛长鸣，村民们无不欢呼雀跃。丝厂正式开车，计有缫丝车三十二台，复摇车十六台。员工六十七人。操作工均经挑选而事先经过两个制丝专业训练，技术娴熟。“投产两个月即产丝12担，其中一类10担，售价1534元，二类2担，售价1425元。年终工厂利润达10807元，社员分得之红利为其股金之两倍。” ［7］
开弦弓丝厂是我国农民办的第一个近代丝厂，也是我国合作事业的先声，1930年6月《江苏党务周刊》第24期发表了徐绍階撰写的“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对该厂赞赏备至，文中说道：“欲求产业之繁荣，经济之发达，自非深入农村，普遍提倡合作事业不为功也。惟是本省合作事业，尚属萌芽时期，现有各种合作社，不过初具规模，成绩不甚显著，而其种类，多偏于信用合作社。欲求一优良之生产运销合作社，诚为难见，只有开弦弓乡之生丝精制合作社，份子健全，组织完密，自选种育蚕，至於缫丝，无不采用科学方法，以故业务发展，有蒸蒸日上之势，匪独为一县一省生产运销合作之楷模，抑亦全国之标榜也。”

1930年丝价暴跌，该厂经得住惊涛骇浪的考验，其所产之蜜蜂牌白厂丝，足以与大厂一争高下，销路颇畅。1935年该社决算盈利万余元，归还了银行贷款，而其时所投入之厂房与机器的资金俱已回收。［8］
开弦弓合作社之欣欣向荣，受到各界好评，1935年中央合作研究班曾组织参观团，进行实地考察。［9］
费达生在总结办社［10］经验时，列出几条因素，即办于乡村，降低成本；乡村经济有弹性，易于维持；原料收自社员，统一而优良；规模小，投资少，见效快。这几条即使对现今的乡镇工业仍有指导意义。费达生认为安定蚕业是维持乡村经济的根本基础，而制丝合作是“救济蚕丝及我国社会经济之根本办法”。

开弦弓一枝独秀仅不过是个开端，在费达生的倡导和推动下，至1928年，女蚕校之蚕丝改良事业已遍及吴江蚕区各乡以及吴县、无锡等地，成绩卓然。费先生还认为要搞好蚕丝改良先必抓好蚕种，也就是当时所谓“土种革命”，农民深悟种良蚕壮丝美之道理，对改良蚕种需求日殷。1925年费达生与李权等五人在吴江合办了友声蚕种场，每人入股五百元，费母将费达生的积蓄交给她去投资。1926年女蚕校教员邵申培开办“大有”蚕种场，费达生又投资五百元以示支持。

二十年代末，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丝业外受日丝竞争，内受人造丝倾销之压迫，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如美国丝业专家陶迪博士在《上海评论》上写道：“中国丝厂近五年来不但没有进步，且上年的出品反见退化，所以美国纽约生丝交易所不许华丝加入拍卖。”1933年6月1日至1934年2月底，辑里丝之出口仅及上年同期之半。丝价低落，丝市寥落。原先震泽一带在全盛时代，“丝行达四五十家，晚近以来，丝市萧条，相率停歇，开行应市者，以严墓平望合计之，不及从前十分之一［11］。”丝业中人士忧心忡忡，情绪低落，持悲观看法者大有人在。

1934年5月7日费达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题为“复兴丝业的先声”一文，在理论上加以阐述驳斥。文章的开场白为：“很多人这样说，丝业是已经走到尽路，没有希望了……看报，到处都是丝商仃业倒闭，市价紧缩狂跌……但是我们不敢作这种失望，并且亦觉得不必作这种失望，我们有生路”。接着分析苏南浙北太湖流域一带农民除了饭米为耕地所得外，其他一切开支都倚于蚕丝业的收获，因此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她批驳丝业走到绝路是不负责任的欺人之谈，而相反应持积极态度去努力改善丝业作为“具体救中国的一端。”她提出的新见解是“丝业的复兴，应当向农村中去发展，使它成为安定农村经济的副业”，并坚持在农村设厂使农民不致离乡，使丝业不致脱离农村。其后，又表述了复兴丝业的具体措施如增加效率、改良品质、降低成本等。文末极有信心地预言，“技术的进步，可使丝业有一天能和日本作殊死的竞争。”

1934年4月吴江为改进并复兴蚕丝事业设置了蚕桑改良区，统辖全县蚕桑改进事务，总办事处在县政府内，由县长兼任主任，委费达生副之。［12］

1929年2月，震丰丝厂在震泽建成，拥有丝车416台，工人950人，当时已属相当现代化之机械制丝厂。建厂伊始，适逢萧条，加以经营不善，原料茧子缺乏，生产时断时续，董事会内部吵吵嚷嚷，回天无术，至1934年被迫仃办。费达生在设厂之初即兼任技术工作，情况熟悉，乃代表女蚕校与厂主孙荣昌进行谈判，拟租借该厂，孙未予同意。费退而在平望筹设小型丝厂。费与上海新华银行行长王志莘之妻胡六英女士为女蚕校同学，过往甚密，邀请王、胡到震泽等地参观考察，王至为感动，对费的业绩甚为钦佩，回沪后慨然贷给七万元作为建厂基金。孙荣昌风闻此事乃让步，于1936年同意租给女蚕校十年，遂更名震泽制丝所，改弦易辙，经营农村蚕丝合作社委托的代缫代烘业务。

平望制丝所在1937年6月初开工，拥有新式立缫车60台，日制煮茧机、烘茧机各一台，为当时我省最先进水平。费先生身兼三所经理（另一处为无锡玉祁制丝所），穿梭往来于三处之间。

正当江南制丝事业大有进展之际，日本侵略魔爪已经逼近，“八·一三”战后，日寇侵占上海，时局恶化，平望制丝所，遣散工人，先行关闭。九月上旬日机飞临平望制丝所上空，投弹两枚，炸毁烘茧机房及煮茧间，以后天天骚扰。11月下旬，平望震泽先后陷落，两制丝所均被日寇所焚毁。其后，在日本当局所办之《华中蚕丝报》1940年第7期上刊载一桢震泽制丝所被毁的照片，画面上断垣残壁，其下题称：“抗日主义者之罪状”又附注“化为废墟后的震丰丝厂”，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破坏我国蚕丝事业的狼子野心。

当硝烟弥漫，枪声临近时，费达生先生在众人劝说下，才离开震泽，携带剩丝剩茧到开弦弓村暂避，然而乡下也不平静，时有太湖土匪的威胁，又传说日寇即将前来扫荡。再说战前日本报纸已经惊呼过：“中国有一批穿学生装的女子在农村指导蚕农，促进蚕丝改革，势将为日本之劲旅”。郑校长费达生等人当时已列入日本军方之黑名单，无法再在家乡容身，只得挥泪告别创业基地，雇了四艘大船装了茧和丝转移到皖南山区，不意在泗安与日寇遭遇，行李物品俱被焚，幸而人员无伤，颠沛流离，辗转数月，才到四川。

费老为我国当代著名蚕丝专家，从事蚕桑缫丝事业已六十余载，成果累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青年费达生怀着实业救国的赤子之心，在震泽及开弦弓迈出她事业的第一步。笔者为撰写《吴江丝绸志》在去年五月份特意去苏州丝绸工学院访问费老。忆及当年，费先生滔滔不绝地讲：“初次下乡，农民称我们这些穿裙子的女蚕师生为‘城里小姐’，始而表示轻视，不屑一顾；继而观望怀疑；最后终于心悦诚服。农民是保守的，然而最终还是相信现实。”她还风趣地说：“当年，农村养蚕的都是妇女，而农村里又封建得很，也只有我们这些姑娘们才能挨家挨户串门去传授技术”。

费老念念不忘开弦弓，在她和苏州丝绸工学院的关怀和支持下，1968年以开弦弓村为主的七个自然村联合创办了缫丝厂（现称庙港丝厂），至1986年已发展到立缫车120台，工人420人的规模。所产白厂丝在1980年被授予省优产品称号，系乡村缫丝厂中之佼佼者。

费老虽已耄耋之年，身体还很清健硬朗，一年数次到开弦弓及吴江各地走走看看，寻寻访访，为各地蚕桑丝绸事业出谋献策，排忧解难。如今乡亲们怀着敬意尊称她为费老太，从小姐到老太既是岁月的推移，又是感情的积累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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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吴江县志》卷五  三二页。

［2］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  五页。

［3］ 《东方杂志》1908年4期。

［4］ 费达生“吴江开弦弓村生丝制造之今昔观”《苏农》1卷5期7页。

［5］ 同上。

［6］ 同上。

［7］ 费教通《江村经济》159页。

［8］ “五区开弦弓生丝社业务活跃”《农行月刊》3卷6期125页。

［9］ 苏州《明报》1935年1月22日。

［10］ 费达生“提倡乡村小规模制丝合作社”，民国21年11月《国际贸易导报》4卷5号58页。

［11］ 《江苏建设月刊》第2卷第3期  民国24年3月1日。

［12］ 《吴江县蚕桑改良区二十三年工作总结》。

